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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接续：唐代继嗣制度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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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唐代继嗣制度是唐代史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也是唐代文明与文化的重要体现。为了更好明晰唐代继嗣

制度学术史的发展，通过梳理分析学界对唐代继嗣制度的研究现状，从专题史、社会史、法律史三方面评述唐代继嗣

制度的研究成果及存在的不足，认为唐代继嗣制度研究不仅要关注史料梳理与分析，更要打破对史料重复性的解读

与探讨，引入其他学科诸如法学的研究范式，加强对制度本身的把握，避免研究的同质化、简单化，进而深化未来该

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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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古便为中国人所信奉，
香火接续、子嗣兴盛成为了中国传统家族社会延存
与发展之重要目的，唐人也不例外。唐代继嗣制度
纷繁复杂、事例较多，无论是正史典籍、笔记小说，还
是敦煌文献，对其都有相当数量的记载。正因为唐
代史料留存丰富，所以这一时期的继嗣现象引起了

学界的极大关注，与此相关的论文、专著等研究成果
不断涌现。然而，目前学界尚无围绕唐代继嗣制度
方面研究的专门述评，有关唐代继嗣制度研究综述
的少部分内容在《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
究》［１］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述评》［２］

等唐五代史专题性学术评述中有所提及，但囿于行



文体例与内容规范的缘故，这些研究多将继嗣制度
归并入礼制与文化视角论述，而对唐代继嗣制度的
提及不够深入。因此，本文对唐代继嗣制度进行研
究综述，通过梳理和评述学界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发
现对此方面的研究现状与不足，以期对学界未来的
深入探讨有所裨益。

一、唐代继嗣制度研究现状

有关唐代继嗣制度的研究成果丰富，按照行文
思路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学术研究取径。其一是专题
史研究，其研究范式是集中视角于继嗣制度本身，探
讨继嗣制度在古代中国的流传与演变，进而在某个
章节兼论唐代继嗣制度；或者集中于唐代继嗣制度，
将不同社会人群的继嗣现象分别展开讨论，进而探
讨不同继嗣现象背后的政治与时代意义。其二是社
会史研究，其研究范式是将继嗣制度置于事件发生
的社会背景下，从社会风俗、家族史的角度出发，将
继嗣制度与其他诸如财产分配等现象进行结合探

讨，使得继嗣制度的研究脱离了“就事论事”的陈窠
旧臼，为相关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其三是法律史研
究，其研究范式是将继嗣制度与法学、法史研究相结
合，从而探讨继嗣现象背后的法律意义，或者从现代
收养制度出发，探讨继嗣制度在法律层面的存在形
式，此种研究取径并非唐代继嗣制度研究的主流，仅
为法史或法学研究的一方面。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
展开述评。

（一）专题史研究
专题史研究唐代继嗣制度根据其研究路径的不

同，可将其分为“内、外”两种不同视角：所谓“外”视
角，即对中国古代的继嗣制度与唐代的继嗣制度进
行通代性梳理，主要目的是整体考述继嗣制度的流
变与唐代继嗣制度的特点；而所谓的“内”视角即从
唐代继嗣制度自身出发，细化与深探继嗣事例之间
的异同点，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目的。
较早从“外”视角对唐代继嗣制度进行专题史研

究的学者是傅衣凌，他在《晚唐五代义儿考》［３］一文
中，敏锐地发现了欧阳修在《新唐书·义儿传》中写
道“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
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之语，并以此为行文之始，
专门探讨了晚唐五代时期社会上收养义儿的风气。
现今回溯，可发现此文史料引用较为丰富，基本涵盖
了晚唐五代时期诸多继嗣事例，但囿于时代局限，诸
多论述掺杂以“革命史”、“阶级史”等思想，使得文章
的一些结论值得再辨析，不过此文对后来学者在专

题史论述唐代继嗣制度时起到了垂范作用，故不可
忽视。
而后学界对中国古代的继嗣制度通代性质的梳

理，还有程维荣的《中国继承制度史》［４］，此书较早且
较为典型地对继嗣制度进行专题史梳理，篇章结构
大体完整，在论述中国古代继嗣制度时，抓住了继嗣
制度的核心。虽然现今看来，作者行文时，语言风格
平铺直叙、内容分析较为浅显，且在某些地方的结论
有待深入，但它作为较早关注到中国自古以来继嗣
制度并加以梳理的专著，在回溯探讨继嗣制度的历
史演变路径与特点的论述时，为后来学者的接续研
究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对唐代继嗣制度通代性的
论述，则主要见诸于部分硕士论文。如，孙运鹏的硕
士论文《唐代家庭收养制度研究》［５］对唐代继嗣制度
进行了简要划分，并关注到传统礼制对这一时期继
嗣制度的影响，其引用敦煌文书的内容可视为一大
创新，但就研究结果而言，此文在探讨礼制与继嗣制
度的关系时不够深入，且题目较大而内容不多，似有
“大而无当”之嫌，但他对继嗣制度进行划分的观点
与引述的文献材料较为典型，是一篇值得关注的论
文。而后拓天梅的硕士论文《唐五代养子问题研
究》［６］对唐五代养子制度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并辨析
了不同类型的养子事例与背后的社会根源，使得学
界对唐五代继嗣制度的认识更为细化，但因前人论
述已经较为丰富，所以此文的创见不多，或可勉强视
为对唐五代继嗣制度的学术总结。
除了从“外”视角进行总体性的梳理与研究外，

由于唐代历时日久，其继嗣事例纷繁复杂，在这一时
期的正史典籍、笔记小说乃至敦煌文献中都有对各
种类型继嗣事例的记载，故可从“内视角”出发探讨
唐代不同类型的收养现象，进行分别论述，完善了这
一时期的专题史研究。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可大体
划分为宦官养子、藩镇养子、昭穆不当的收养三种。
较早关注到宦官养子问题的学者为赵沛，他在

《传统宗法文化与宦官养子袭爵之风》［７］一文中，提
及唐代宦官为传承爵位而收养子之事。虽论述相对
较浅，但无疑具有开山意义。而后胡如雷［８］、杜文玉
等［９］、张文斌［１０］、陶新华［１１］对此问题进行持续关注，
探讨宦官养子的背景、社会意义、历史作用等问题，
大幅度推进了此方面研究的深化。但究其根本而
言，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此类人群养子的原因与时代
背景是不言而喻的，加之史料的缺乏，学界对宦官养
子问题的探讨基本题无剩意，现今并无专文的发表，
兼带性论者大多从出土文献诸如墓志出发简要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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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题，大多论述几无新意。
较早提及藩镇养子问题的学者为杨志玖，他在

《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１２］一文中提及藩
镇养子的现象。而后谷霁光从兵制沿革的角度出
发，探讨了唐末五代时期私兵与义儿收养的关
系［１３］。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１４］一书中对藩镇
养子的事例略作探讨，虽挂一漏万、且未形成专门论
述，但诸多思路与结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启发。此
外，戴显群［１５－１６］、毛阳光［１７］、穆静［１８］等探讨藩镇养
子类型、政治时局的变迁以及收养双方的关系等问
题，如戴显群［１５－１６］就藩镇养子现象进行研究，分析了
藩镇养子的类型、产生养子现象的社会根源、以及当
时社会风俗对此种现象的看法等问题，许多论述颇
具新意，尤其是将藩镇继嗣现象划分为三种“养子
型、亲兵型、类养子型”，对后来研究具有重要贡献。
而后如毛阳光［１７］在分析藩镇养子时，从古代原始部
落和唐代兵制沿革入手，认为藩镇养子的积俗源于
少数民族部落风气，加之唐中后期兵制废缺使得藩
镇势力坐大，在此基础上统计了藩镇养子的事例，指
出此时藩镇养子多存在于胡人内部，此论断颇为精
当、足成定论。亓艳敏的硕士论文《唐五代改姓研
究》［１９］关注到了藩镇养子中的改姓问题，并对此作
出系统梳理，虽然探讨较为简单，但在一定程度上深
化了唐代继嗣制度的研究。现今围绕藩镇养子的专
门论述较为少见，研究者多以某一藩镇为个案开展
研究，在探讨此藩镇的沿革时兼论继嗣问题，但不成
体系，所以不再过多叙述。
所谓昭穆不当的收养即祖收养孙为子、兄收养

弟为子等现象，其中较早提及唐代昭穆不当收养现
象的学者为刘盼遂［２０］，他以年代为纲梳理大量伦理
紊乱的事例，其中就专门提及唐代昭穆不当的收养
事例。周鼎［２１］关注到了唐皇室内部昭穆不当的收
养现象，虽然他对史料的解读存在可商榷之处，但他
利用出土文献的研究丰富了此方向的探讨。陈宗
振［２２］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隋唐时期的亲戚称呼
紊乱现象。笔者在前人的基础，沿此思路接续而行，
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唐五代“以孙为子”“养弟为
儿”现象初探》［２３］、《宋代“紊乱昭穆”事例新探》［２４］、
《不伦之伦———浅析三国两晋时期“紊乱昭穆”现
象》［２５］、《坠礼之始？———荀顗“从孙为后”之事发
微》［２６］等，探讨了从魏晋到宋代昭穆不当的收养现
象，并论述了此现象产生的背景、缘由以及法律与社
会舆论的应对，但基本研究前提与学术定义较为模
糊，故收效甚微。囿于唐代史料较少的缘故，相关探

讨可供参考的事例不多，但宋明时期的方志、家谱中
较多记载此种现象，虽非针对唐代的研究，但多数论
者在论及时会追溯于唐，因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之，专题史研究唐代继嗣制度的论述可分为

“内、外”两种不同视角，“外视角”从继嗣制度的演变
出发，研究唐代继嗣制度与前后朝代的相关制度关
系，以及该制度自身的独特性等问题；“内视角”则以
唐代继嗣制度内部展开，探讨不同人群、不同时期、
不同继嗣种类的问题，虽二者视角不同，但取得的成
果较为丰富，并不存在着优劣之差，它们共同丰富了
唐代继嗣制度研究，从而推动了专题史继嗣制度研
究的发展。

（二）社会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与专题史研究不同，其并不局限于

继嗣制度本身，而是将它与社会风俗、家族史等层面
结合，据此作为一种研究取径，探讨更为宽广的唐代
社会史。
从社会风俗层面考察唐代继嗣制度较早见于陈

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２７］，此书开篇即指明
异族文化对李唐一代的影响，其隋唐文化的“三源
说”几成中古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论断。而后岑仲勉
《隋唐史》［２８］、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２９］

等对此均有探讨，虽然这些研究并非集中于继嗣制
度本身，但他们的成果为唐代继嗣制度在社会史层
面研究的深入探讨夯实了基础，许多结论对后续研
究具有借鉴意义。
而专门论述胡化与继嗣制度关系的典型研究成

果之一是赵文润的《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３０］，该文
探讨了胡人文化与唐代的影响，也论及继嗣制度受
到异族文化的冲击。此后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研究
成果最多也最典型的学者是邢铁［３１］，他从家族财产
继承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继嗣制度与财产分配的关
系，虽探讨较为简单，但足资借鉴，并为后来研
究［３２－３３］所参详引述。郑显文［３２］初步探讨了唐代家
庭财产的继承关系，李淑媛［３３］的研究则更为具体，
主要体现在其材料的使用上，她不仅关注到了正史
典籍中对唐代继嗣制度与社会风俗影响的记载，而
且对唐五代笔记小说、敦煌文献皆有引用，并为国内
学界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国外学界研究现状。自后的
诸多研究难逃以上诸位先生之窠臼，所以不再过多
介绍。
从家族史层面对唐代继嗣制度的考察则更加细

致，其原因在于家族史的研究较前二者不同，其研究
对象相对较为明确。一般而言，家族史考察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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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一具体的家族，以姓氏或地域为划分原则，采取
个案研究法，在探讨家族权力运作及对地方控制等
问题时，大多兼论其家族内部的继嗣问题，故就继嗣
制度本身探讨而言，从家族史角度切入的研究，远不
如它与专题史、社会史紧密，但从家族史角度的研
究，也为推进唐代继嗣制度的探讨有所裨益。
从家族史角度研究唐代继嗣制度的较早成果来

自日本学者，自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概括性的唐
宋时代观》［３４］一文为始，有关“唐宋变革论”的学说
盛行于世，即以内藤湖南的观点“自六朝至唐中叶为
贵族政治最繁盛的时代，诸郡望以门闾自矜，兴修族
谱以明亲疏”，此说对后来的魏晋隋唐士族的研究产
生重大影响。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的《六朝门阀研
究—太原王氏谱系考》［３５］作为家族个案的典型研
究，对后续研究起到模范作用。反观国内，对家族史
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当属陈寅恪，他在《唐代政治史
论述稿》［３６］写道：“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
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
之兴衰及其分化……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固团
体。此种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重，要言
之，既阳傅周卒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
实而已。”陈寅恪有关家族史的研究，主张通过分析
某一家族内部的继嗣现象，探讨家族自身的发展与
面临的困境，并与朝廷政治时局相联系，进而探究家
族背后隐含的文化底蕴，从而论述家族内在的思想
取径与文化色彩，此路径基本已成中古家族继嗣制
度史的固定研究范式。
在内藤湖南与陈寅恪二位先生的交相作用下，

自后士族研究成为了唐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派别。西
方学界紧随其后，开展一系列家族个案史研究，其中
以伊沛霞的成果较为典型，她的《早期中华帝国的贵
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３７］一书以博陵崔氏为
研究对象，在论述时涉及崔氏内部家族继承与收养
关系。类似的还有姜士彬《一个大族的末年—唐末
宋初的赵郡李氏》［３８］一文，以赵郡李氏的百年家族
发展史为脉络，对李氏家族内部的继嗣关系有所论
及。安·沃特纳［３９］通过对家族内部的收养与继嗣
的关系，探讨了继嗣制度内部的延续性，虽然探讨的
社会背景为明清时期，但在论述时对隋唐时期也有
所涉及。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出土墓志的不断刊布为中

古家族史研究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史料来源，故学界
的家族个案研究［４０－４３］也日益繁多，如王洪军［４０］、范
兆飞［４１］、和庆锋［４２］等对太原王氏的研究，陈伟扬

等［４３］利用碑刻墓志对南迁家族的研究等，对唐代继
嗣制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可见对家族史的研
究，特别是家族个案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唐代
继嗣制度的探讨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虽大多仅
论述时兼及于此，但还是对继嗣制度的探讨有所
裨益。
总之，以社会史为取径研究唐代继嗣制度的成

果也较为丰富，其大体从社会风俗、家族史研究层面
为视角。前者基于社会风俗的转型与调和为基础，
或是探讨胡汉习俗的杂糅，进而窥视唐代制礼作乐
的精神缘起、并与前后时代相连接，论证唐代家族社
会在中古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或者探讨唐代收养
制度在社会上的影响，进而研究唐代家庭关系的构
成与财产分配等问题，达到“以小见大”的目的，发掘
唐代社会风俗的流变。后者则取向更为狭窄，将唐
代继嗣制度研究框定在某一家族内部，借以探讨此
家族内部养子、继嗣等问题，虽研究具体，但囿于探
讨范围较小，故得出的新论不多。

（三）法律史研究
从法律史角度对唐代继嗣制度的研究，大体分

为法学与法史两种角度，其中较早从法学角度对中
国古代继嗣制度进行梳理的为日本学者仁井田

陞［４４］，他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唐宋养子的法律文书
形成与影响，许多论述为后来学界引用。范博见《我
国收养制度的立法完善》［４５］一文作为法学的学术论
文，其主要研究方法是以法律文本生成与法律精神
沿革为突破口，由于对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掌握不
足，故在行文中，对涉及古代继嗣制度的史书与史料
较为陌生，造成在史料引述时难免有转录他人所引
文献的嫌疑，致使行文的史料分析力度不够，但它作
为一篇较为全面的探讨了收养与继嗣制度在历史中

的演变的论文，对继嗣制度进行了通代性研究，其以
法律学为视角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新意。囿于法学与
历史学为两个平行的一级学科，所以跨学科的研究
虽为唐代继嗣制度研究提供了新意，但也存在着史
料解读与文本考析不足的弊端，出身法学的学者缺
乏传统历史研究知识的掌握，陈陈相因之下得出的
结论缺乏新意。从法学研究出发的研究成果，还有
杨楚楚的硕士论文《论唐朝的收养制度》［４６］，此文虽
然意图从史学的角度对唐代的收养制度进行分析，
但此文的行文、史料引用、观点论证与前述孙运鹏多
有相似之处，可视为前者的补充。
除了从法学的角度对唐代继嗣制度进行研究

外，现今学界对此制度的探讨则多以法史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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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由于现今留存着完备
的《唐律疏议》，所以关于唐代继嗣制度诸多研究多
以此为基础，此时的研究取径有二：其一是借助律法
的规定，立足于社会史，进而探讨继嗣制度、收养社
会背景等问题，选此研究取径的学者与前述大有重
合，故不赘述；其二是立足于律文自身，主要探讨律
文自身文本的解释，其中较早也较为全面的成果当
属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４７］一书，此书在《户婚门》
中，对“立嫡违法”与“养子舍去”条进行了辨析与探
讨，指出前者的法律精神源于“封爵令”，其条文目的
是针对爵位、身份的继承，即嫡子者承袭爵位之意；
后者“养子舍去”条主要内容为民间收养子嗣的规
范，二者区别在于适用的人群不同，其研究结论足成
经典，后来学者对唐代继嗣制度的法律解释大多以
其论断为依据，在其基础上或赞同或反对。而学界
对宋明时期继嗣制度的研究，对唐代继嗣制度的探
讨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柳立言［４８］、蒋义斌［４９］、
王善军［５０］、张小也［５１］、杜正贞［５２］、李毅婷［５３］等人在
论述宋明时期继嗣制度的法律条文时，基本上以唐
代为前提，特别是杜正贞［５２］借助明清的家谱文书对
继嗣制度进行了翔实的学术史回顾，值得学界参考。
此外，徐爽［５４］借助回顾宋代妇女史的研究述评，对
唐宋时期的家族关系进行了梳理，虽然研究范围侧
重于宋代，但对唐代的家族继嗣制度也有较多提及。
从上可知，唐代继嗣制度的研究，无论是专题

史、社会史还是法律史都较为丰富，这些丰富的成果
是几代学人共同推动的，学者们通过探讨唐代继嗣
制度，进而论及政治史、经济文化史、思想史等诸多
唐史重要议题，为唐史的研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唐代继嗣制度研究的反思

在把握学界对唐代继嗣制度的丰富研究成果的

同时，也需谨慎地看到以往研究的不足，可以从以下
三方面反思：
一是内涵与前提的划分较为含糊。学者在论及

唐代继嗣制度研究时，往往将多种现象混为一谈，或
者将表面不同、实则精神内涵一致的案例分开而论，
致使探讨前，行文存在着模糊不清的情况。如根据
不同标准，唐代继嗣制度看似可分为若干类型，但归
根结底只存在两种类型，即：异姓养子和同姓养子。
以异姓养子为例，其中包含了藩镇养子、宦官养子乃
至平民养子等诸多类型，虽此类型多变，但他们同属
异姓养子，故在论及时应看到这一群体的收养目的
具有一致性。再如同姓养子又可分为“昭穆相当”的

养子与“昭穆不当”的养子，前一种为唐代继嗣制度
最为普遍的现象，而后者则属于特例，因此在探讨同
姓养子时，应将“昭穆不当”的养子现象单独划出，具
体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二是重复性研究较多，相对同质化的讨论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探讨唐代养子的
硕博士论文近十余篇，虽题目各异、论述时治学取径
不一，但大多罗列相同的史料，更有甚者一份史料前
后辗转誊录近十次，难避抄袭之嫌，特别是近年来法
学专业研究出身的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历史学尤
其是中古史，然而其研究却依旧以法学为主要取径，
进而在史学专业领域的史料分析、文本考订上存在
着一定的不足，一些他们认为的“新意之作”却早已
为史学界所共知，造成了同质化研究。因此，如何在
史料同质化的前提下，将本领域研究做出新意，值得
学界反思。
三是家族史研究存在困境。虽然家族史研究利

用大量刊布的墓志，为研究的深入注入了新活力，但
论及继嗣制度本身却相对较少，大多研究以某一家
族的世系构建为目标，探讨同一家族内部的人物关
系。一些家族史研究以相同方法研究两个不同家
族，得出的结论具有相似性，使得家族史研究有“跑
马圈地”之感，因此如何把握新出土的文献，推动继
嗣制度的研究发展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结　语

本文通过对学界有关唐代继嗣制度研究成果的

梳理，发现学界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虽然许多学者研
究的取径不一，但大体可分为专题史、社会史、法律
史三个方面。专题史研究在继嗣制度历史的梳理与
唐代继嗣制度内部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
在研究目标的界定上存在着深入的空间；社会史研
究通过风俗与家族两种不同的视角，将继嗣现象与
社会风俗、家族关系相结合，拓宽了继嗣制度研究的
视域范围，但囿于探讨基础较为薄弱，故诸多研究难
以细化；法律史研究从法学与法史两个角度出发，不
仅探讨继嗣制度在古代法律制度上的演变与影响，
而且也加深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但却存
在史料解读力度不够等问题。从以上梳理可知，从
此三方面入手的探讨相对较为完善，也存在着一定
的不足，相关成果使得唐代继嗣制度的研究日益丰
富，并成为唐代文化与文明的重要体现。
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唐代有关继嗣制度史料的

重复性与学界研究路径的陈旧性，使得该领域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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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积累丰富的前期基础，但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
度上呈现出同质化、简单化的特点。继嗣制度作为
古代社会的重要层面，相关史料记载具有多变性，这
种多变性致使学者在论述时，容易出现目标模糊化
等弊端，这些弊端与缺憾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从现
有成果来看，有关继嗣制度的个案与群体研究相对
丰富，但继嗣制度作为中华传统礼制的一部分，学界
从礼制史的角度进行的探讨较少，故留下的一些研
究空白，则需当下与未来学者勉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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